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升级

张　 丽　 　 廖赛男　 　 刘玉海

摘要： 服务投入缺乏竞争力是引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低端锁定” 的关

键因素。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评估框架较为全面地测算了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

度， 然后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服务业对外开放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出

口国内附加值率， 有利于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

示， 中间品替代效应和成本加成率效应均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

内附加值率的重要渠道， 服务型中间品替代效应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服务业对外

开放对加工贸易企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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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 出口国内附加值成为判断一国 （地区） 制造业参

与国际贸易真实收益及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准， 但是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普遍存在

着附加值获取能力较低的问题， 并且总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 因

此， 在国内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和国际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 如何提高制造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以实现产业和出口转型升级， 就成为现阶段我国学术界迫切需要研

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现有文献对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主要是

从制造业对外开放的视角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１］；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２］ ），
或者从国内制度环境的视角展开的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３］； 高翔等，
２０１８［４］）， 而以服务业对外开放为视角的研究仍然非常匮乏。 事实上， 服务型中间

投入作为制造业生产的重要投入之一， 在制造业总投入中所占比重近年来是持续上

升的， 而各国 （地区） 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其服务型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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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竞争力。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Ｄ） 的测算数据， 中国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强度在

２０１４ 年仅为 ４０ １２％， 这不仅远低于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甚至不及巴西和

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 这意味着服务投入缺乏竞争力已经成为引致中国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 “低端锁定” 的关键因素 （Ｂａｓ， ２０１４） ［５］。 理论上来说， 服务业对外开放

可以增加服务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因而是当前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

缓解外部压力的基本需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 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可以促进国内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 而且可以通过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 “涟漪效应” 促进下游制

造业转型升级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６］。 那么，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 服

务业对外开放究竟能否成为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工具呢？ 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有赖于对服务业开放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效应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经济绩效方面的研究。 这些

文献主要关注服务业开放对国内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 （张艳等， ２０１４［７］；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或者关注服务业开放对国内制造业出口规模的影响 （Ｎｏｒｄåｓ ａｎｄ Ｒｏｕｚｅｔ，
２０１７［８］；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９］）。 如何准确测算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是既有相关文献的

重点和难点， 这是因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限制措施不具有明确的关税性质， 而是具有

隐蔽性、 复杂性以及非转移性等特征。 既有文献关于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测算

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采用服务业 ＦＤＩ 或进口贸易额的 “事后间接” 指标 （张艳

等， ２０１４）， 这类指标较为客观， 但仅片面地考虑了服务贸易的某一种提供方式， 而

且存在较为严重的联立内生性问题； 第二类是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

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指数 （李小帆和马弘， ２０１９） ［１０］或者自己构建的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

指数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等 “事前直接” 指标， 这类指标虽然较好地回避了由反向

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但是也仅片面地考虑了服务贸易的某一种提供方式①。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是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及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按照所使用的研究数据可以将测算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文献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采用

投入产出表从宏观层面上测算各个国家 （地区） 不同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１１］；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１２］）， 这类文献因忽视了企业

间的异质性而容易引致加总偏误； 第二类是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

易数据库合并后的样本从微观层面上测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３］；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１４］ ）， 没有将服务增加值与货

物增加值区分开来， 因而在测算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时实际上包含了企业进口

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这无疑会高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考虑进口服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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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ＷＴＯ 服务贸易总协定根据提供方式将服务贸易分为四种： 跨境贸易、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也称为服

务业 ＦＤＩ）、 生产者自然人流动。 ２０１１ 年， 服务业 ＦＤＩ 约占服务贸易总量的 ６０％， 跨境贸易约占服务贸易总

量的 ３０％， 其余两种提供方式合计约占服务贸易总量的 １０％。



中间投入之后， 本文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既有测算方法进行改进。
在第二类文献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 ＦＤＩ 进入、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等

对外经济开放视角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或者从上游行

业垄断、 要素市场扭曲等国内制度环境视角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高翔等，
２０１８）， 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目前， 从服务业对外开放视角考察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的研究仍十分匮

乏。 Ｌｅｅ （２０１８） ［１５］、 李小帆和马弘 （２０１９） 都研究了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对制造业出

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但是这两篇文献的样本都是国家 （地区） —行业层面数

据， 明显忽视了出口企业间的异质性问题；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１６］探讨了制造业投入

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但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在一定程度上仅仅

是服务业政策管制放松的必然结果， 而且这一变量还存在较为明显的联立内生性问

题； 邵朝对等 （２０２０） ［１７］在微观层面上考察了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的关系， 但是其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衡量指标仅仅片面地考虑了服务业 ＦＤＩ 这一种

提供方式， 而且还忽视了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替代效应这一重要的影响渠道。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 将服务型中间投入纳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的数理模型， 从理论上推导并分析了服务业开放是如何通过服务型中间品替代

效应、 制造型中间品替代效应、 企业成本加成率效应三条渠道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

国内附加值的； 第二， 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出口国

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不仅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

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而且对于评估服务业开放政策的福利效应也有一定的贡献； 第

三， 以入世承诺的 ５ 年过渡期为研究背景， 采用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的政策评估框架， 量

化评估了中国各服务行业的贸易限制指数， 基于这一评估框架测算所得的服务贸易

限制指数， 是一个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衡量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 “事前

直接” 指标； 第四， 在测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时， 除剔除企业进口的制

造型中间投入品之外， 考虑并剔除了企业进口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为准确地识别

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首先将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纳入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

中， 并推导出了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制造业

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直接影响。 然后， 从理论上阐述

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如何通过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

比、 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三条渠道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一） 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推导

考虑服务型中间投入品之后的制造业企业生产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ｘｋ ＋ ｘｌ ＋ ｘｍ ＋ ｘｓ ＝ １

　 　 　 　 　 Ｙｆｔ ＝ Ａｆｔ Ｋｘｋ
ｆｔ Ｌｘｌ

ｆｔ Ｍｘｍ
ｆｔ Ｓｘｓ

ｆ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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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Ｙｆｔ 表示企业 ｆ 在时期 ｔ 的总产出， Ａｆｔ 表示企业生产率， Ｋ ｆｔ 和 Ｌｆｔ 分别表示

企业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Ｍｆｔ 和 Ｓｆｔ 分别表示企业使用的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和服

务型中间投入品， ｘｋ 、 ｘｌ、 ｘｍ 和 ｘｓ 则分别对应着表示以上四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
假定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那么， 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 Ｍｆｔ ）
是由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 ＭＤ

ｆｔ ） 和进口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 ＭＩ
ｆｔ ） 在常数替代

弹性函数下构成的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具体如下：

Ｍｆｔ ＝ （ＭＤ
σ－１
σ

ｆｔ ＋ ＭＩ
σ－１
σ

ｆｔ ）
σ

σ－１ ； ＭＤ
ｆｔ ＝ ［∑

ＶＤｔ

ｖｆ ＝ １
ｍＤ

ｖｆ
( )

τ－１
τ ］

τ
τ－１ ， ＭＩ

ｆｔ ＝ ［∑
ＶＩｔ

ｖｆ ＝ １
ｍＩ

ｖｆ
( )

τ－１
τ ］

τ
τ－１ （２）

其中， σ 表示两者之间的替代弹性， 且 σ ＞ １。 无论是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总量 （ ＭＤ
ｆｔ ）， 还是进口制造型中间投入品总量 （ ＭＩ

ｆｔ ）， 都是由多个种类的制造型

中间投入品复合构成， 其中， ＶＤ
ｔ 和 ＶＩ

ｔ 分别表示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和进口制造

型中间投入品的种类数， τ 表示任意两种制造型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与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类似， 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 Ｓｆｔ ） 是由国内服务型中间投

入品 （ ＳＤ
ｆｔ ） 和进口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 ＳＩ

ｆｔ ） 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下构成的， 具

体如下：

Ｓｆｔ ＝ （ＳＤ
ｆｔ

δ－１
δ ＋ ＳＩ

ｆｔ

δ－１
δ ）

δ
δ－１ ； ＳＤ

ｆｔ ＝ ［∑
ＵＤｔ

ｕｆ ＝ １
ｓＤｕｆ( )

ε－１
ε ］

ε
ε－１ ， ＳＩ

ｆｔ ＝ ［∑
ＵＩｔ

ｕｆ ＝ １
ｓＩｕｆ( )

ε－１
ε ］

ε
ε－１ （３）

其中， δ 表示两者间的替代弹性， 且 δ ＞ １。 无论是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总量

（ ＳＤ
ｆｔ ）， 还是进口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总量 （ ＳＩ

ｆｔ ）， 都是由多个种类的服务型中间投

入品复合构成， 其中， ＵＤ
ｔ 和 ＵＩ

ｔ 分别表示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和进口服务型中间

投入品的种类数， ε 表示任意两种服务型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假定企业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ｒｔ 和 ｗ ｔ ， 企业使用的制造型

中间投入品和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ＰＭ
ｔ 和 ＰＳ

ｔ ， 那么制造业企业的成

本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Ｃ ｆｔ ＝ ｒｔ Ｋ ｆｔ ＋ ωｔ Ｌｆｔ ＋ ＰＭ

ｔ Ｍｆｔ ＋ ＰＳ
ｔ Ｓｆｔ （４）

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 （ ＰＭ
ｔ ） 是由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

（ ＰＭＤ
ｔ ） 和进口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 （ ＰＭＩ

ｔ ） 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下构成

的， σ 表示两者之间的替代弹性。 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 （ ＰＳ
ｔ ） 是由国内

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 （ ＰＳＤ
ｔ ） 和进口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 （

ＰＳＩ
ｔ ） 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下构成的， δ 表示两者之间的替代弹性。

其中， ＰＭ
ｔ ＝ ＰＭＤ

ｔ( ) １－σ ＋ ＰＭＩ
ｔ( ) １－σ[ ]

１
１－σ ， ＰＳ

ｔ ＝ ＰＳＤ
ｔ( ) １－δ ＋ ＰＳＩ

ｔ( ) １－δ[ ]
１

１－δ。
根据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 结合企业成本最小化原则， 可以计算

得到制造业企业 ｆ 在时期 ｔ 的总成本 （ Ｃ ｆｔ ）：

Ｃ ｆｔ ＝
Ｙｆｔ

Ａｆｔ

ｒｔ
ｘｋ

æ

è
ç

ö

ø
÷

ｘｋ ωｔ

ｘｌ

æ

è
ç

ö

ø
÷

ｘｌ ＰＭ
ｔ

ｘｍ

æ

è
ç

ö

ø
÷

ｘｍ ＰＳ
ｔ

ｘｓ

æ

è
ç

ö

ø
÷

ｘｓ

（５）

进而， 对企业总成本求总产出的偏导， 可以得到制造业企业的边际成本

（ ＭＣ ｆ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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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 ｆｔ ＝
Ｃ ｆｔ

Ｙｆｔ

＝ １
Ａｆｔ

ｒｔ
ｘｋ

æ

è
ç

ö

ø
÷

ｘｋ ωｔ

ｘｌ

æ

è
ç

ö

ø
÷

ｘｌ ＰＭ
ｔ

ｘｍ

æ

è
ç

ö

ø
÷

ｘｍ ＰＳ
ｔ

ｘｓ

æ

è
ç

ö

ø
÷

ｘｓ

（６）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 ＤＶＡｆｔ ） 等于出口贸易额 （ ＥＸＰ ｆｔ ） 减去其中所包含的

进口中间投入价值， 此处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既包括进口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也包括

进口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 ＤＶＡＲ ｆｔ ） 可以表示如下：

ＤＶＡＲ ｆｔ ＝
ＤＶＡｆｔ

ＥＸＰ ｆｔ

＝ １ －
ＰＭＩ

ｔ ＭＩ
ｆｔ ＋ ＰＳＩ

ｔ ＳＩ
ｆｔ

Ｐ ｆｔ Ｙｆｔ
（７）

其中， Ｐ ｆｔ 表示制造业企业生产的最终品价格。 结合前边得到的制造业企业总成

本和边际成本， 可以进一步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表示如下：

ＤＶＡＲ ｆｔ ＝ １ － φｍ
１
μｆｔ

１ －
ＰＭＤ

ｔ ＭＤ
ｆｔ

ＰＭ
ｔ Ｍｆｔ

æ

è
ç

ö

ø
÷ － φｓ

１
μｆｔ

１ －
ＰＳＤ

ｔ ＳＤ
ｆｔ

ＰＳ
ｔ Ｓｆｔ

æ

è
ç

ö

ø
÷ （８）

其中， μｆｔ ＝ Ｐ ｆｔ ／ ＭＣ ｆｔ 表示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φｍ ＝ ＰＭ
ｔ Ｍｆｔ ／ Ｃ ｆｔ 和 φｓ ＝ ＰＳ

ｔ Ｓｆｔ ／
Ｃ ｆｔ 分别表示企业所用的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和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产出

弹性。
根据式 （８）， 将其对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全部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比例

（ ＰＳＤ
ｔ ＳＤ

ｆｔ ／ ＰＳ
ｔ Ｓｆｔ ） 求偏导， 可以得到：

 ＤＶＡＲ ｆｔ

 ＰＳＤ
ｔ ＳＤ

ｆｔ ／ ＰＳ
ｔ Ｓｆｔ( )

＝ φｓ
１
μｆｔ

＞ ０ （９）

其值大于零， 将其对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全部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比例

（ ＰＭＤ
ｔ ＭＤ

ｆｔ ／ ＰＭ
ｔ Ｍｆｔ ） 求偏导， 可以得到：

 ＤＶＡＲ ｆｔ

 ＰＭＤ
ｔ ＭＤ

ｆｔ ／ ＰＭ
ｔ Ｍｆｔ( )

＝ φｍ
１
μｆｔ

＞ ０ （１０）

其值大于零， 将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 （ μｆｔ ） 求偏导， 可以得到：
 ＤＶＡＲ ｆｔ

 μｆｔ

＝ １
μ２

ｆｔ

φｍ １ －
ＰＭＤ

ｔ ＭＤ
ｆｔ

ＰＭ
ｔ Ｍｆｔ

æ

è
ç

ö

ø
÷ ＋ φｓ １ －

ＰＳＤ
ｔ ＳＤ

ｆｔ

ＰＳ
ｔ Ｓｆｔ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０ （１１）

其值大于零。 由此可知， 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占比、 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三条直接渠道。
（二）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渠道。 一方面， 服务业对外开放可以显著降低外

资服务供应商的跨境贸易壁垒， 这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更方便地从境外直接进口所需

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因而会降低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在全部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中所占的比例； 另一方面， 服务业 ＦＤＩ 的大量进入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国内服务型中

间投入品的种类和质量， 而且还可以与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跨境贸易一起， 通过竞

争效应和技术溢出两条途径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这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在国

内即可获得质量较高、 价格更低、 种类更全面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因而会提高国

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在全部服务型中间投入品中所占的比例。 总而言之， 服务业开

放对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以上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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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９） 的结论， 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１： 通过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渠道， 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企

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不确定的影响效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渠道。 一方面， 当服务贸易存在诸多限制时， 制

造业企业难以通过跨境贸易直接获得高质量的国外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其更倾向于

通过进口服务密集度高的国外制造型中间投入品来满足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 服务

业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 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即可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型中间投

入品， 减少国内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密集度高的国外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需求。
另一方面， 服务业对外开放可以为国内制造业中间品生产企业提供高质量、 低价

格、 多种类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这有利于国内制造业中间品生产企业为下游最终

品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密集度更高的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促使下游制造业企业

使用更多的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替代进口制造型中间投入品。 总而言之， 服务业

对外开放会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所使用的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结合式

（１０） 的结论， 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２： 通过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渠道， 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企

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正向的影响效应。
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渠道。 企业成本加成率可以表示为产品价格与边际成

本之比， 因此影响产品价格或边际成本的因素都会引起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变化。 首

先， 已有大量文献论证了服务业开放可以通过 “涟漪效应” 提高制造业企业生产

率并降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１８］； 其次， 还有文献论证了高质

量的服务型中间投入也是提高制造业最终产品质量及其产品差异化能力的重要手段

（Ｎｏｒｄåｓ ａｎｄ Ｒｏｕｚｅｔ， ２０１７）， 因此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制定相对更高

的出口产品价格。 综上所述， 服务业对外开放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降低边

际生产成本以及增强产品定价能力等多条途径， 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结合式 （１１） 的结论， 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３： 通过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渠道， 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正向的影响效应。
除以上直接效应之外， 企业成本加成率还可能会影响其对国内中间投入品的使

用情况。 结合式 （９） 和式 （１０） 可知， 在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的影响上， 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服务型或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之间存在着

相互弱化的影响效应。
综合以上三个研究假说可以发现， 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的影响， 后边两条渠道均是正向效应， 而第一条渠道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 服

务业对外开放扩大之后， 制造业企业增加的国外进口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是非常有限

的， 这是因为跨境服务贸易的成本要远高于跨境货物贸易的成本， 而且很多服务类

型需要服务供应方与购买方之间在距离上彼此邻近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９］ ）。
这一结论可以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上得到直接的客观反映， ２０１７ 年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１ ６％， 而与之不对称的是服务贸易仅占到全部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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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总额的 １４ ５％， 生产性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则仅为 ６ ９％。 因此， 本文推测服务业

对外开放总体将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所使用的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总而

言之， 综合以上三个研究假说， 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 ４： 服务业对外开放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三、 计量模型与指标测度

（一） 核心指标测度

１ 制造业的服务开放渗透率

（１） 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衡量。 本文从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实际政策出发，
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ＳＴＲＩ） 的评估框

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公告》 《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等一系列与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密切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以入世承诺的 ５ 年过渡期

为背景量化评估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评估框

架可以梳理为服务行业—政策领域—政策条款—具体措施四个层级， 其涵盖了 ２２
类服务行业的两千多项服务贸易具体措施。

具体而言， 在每一类服务行业下均涵盖外资准入限制、 自然人流动、 其他歧视

性措施、 竞争壁垒和管制透明度等五个政策领域， 在每一个政策领域下分别涉及多

种不同的政策条款， 在每一种政策条款下则分别对应多项不同的具体措施。 需要注

意的是， 各类服务行业的贸易限制要求不同， 因而不同服务行业涵盖的具体措施数

量是存在差异的。 这充分表明， 相比于以往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衡量指标，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评估框架涵盖的服务行业更加宽广、 贸易方式更加全面、 政策信息更

加丰富。 因此， 基于这一政策评估框架测算所得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是一个能够更

加全面和准确地衡量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 “事前直接” 指标。
根据服务行业 ｋ —政策领域 ｊ —政策条款 ｃ —具体措施 ｉ 四个层级的 ＯＥＣＤ－

ＳＴＲＩ 评估框架， ｋ 类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 ＳＴＲＩｋｔ ） 的详细测算步骤如

下： 第一， 计算具体措施 ｉ 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即按照各个政策领域 ｊ 的权重值

对具体措施 ｉ 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 第二， 计算政策条款 ｃ 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即对这种政策条款 ｃ 对应的所有具体措施 ｉ 进行求和； 第三， 计算政策领域 ｊ 的服

务贸易限制指数， 即对这个政策领域 ｊ 涉及的所有政策条款 ｃ 进行求和； 第四，
计算服务行业 ｋ 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即对这类服务行业 ｋ 涵盖的五个政策领域

ｊ 进行求和。 由此可见， ＳＴＲＩｋｔ 的数值越大则意味着这类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

越低。
（２）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渗透率。 由于无法得到各制造业企业 ｆ 在不同

时期 ｔ 对服务业各类行业 ｋ 的依赖程度， 本文借鉴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首

先， 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各个制造业企业 ｆ 所属的二位码行业 ｊ 在不同时期 ｔ
对服务业各类行业 ｋ 的依赖程度 （ γ ｊｋｔ ）； 然后， 以其为权重对服务业各类行业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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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开放程度 （ ＳＴＲＩｋｔ ） 进行加权计算， 从而得到服务业开放对各个制造业企

业 ｆ 所属的二位码行业 ｊ 的渗透率 （ ＰＳＴＲＩ ｊｔ ）， 公式如下：

ＰＳＴＲＩ ｊｔ ＝ ∑
ｋ

γ ｊｋｔ × ＳＴＲＩｋｔ （１２）

其中， γ ｊｋｔ 是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４２ 个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而得， 表示制造业行

业 ｊ 及其上游产业使用的来自 ｋ 类服务行业的服务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例； 由

于此时各制造业行业对服务业各类服务的依赖程度 （ γ ｊｋｔ ） 是不随时间发生变化

的， 因此制造业的服务开放渗透率 （ ＰＳＴＲＩ ｊｔ ） 衡量的只是样本期间各类服务业行

业的对外开放程度， 从而很好地避免了因为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系数变化而对估计

结果识别可能造成的偏误。
２ 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既有相关文献在测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时， 仅考虑了企业进口的制造型中

间投入品 （ ＩＭＰ ）， 而没有剔除企业进口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 （ ＩＳＰ ）。 为此， 本

文将在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２） 以及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的基础上， 对制造业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 ＤＶＡＲ ｆｊｔ ） 的测算过程予以改进。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１） 识别出口企业在各类贸易方式的进口制造型中间品。 现有文献均认为加

工贸易方式的进口产品可以全部被作为中间投入使用， 然而本文发现加工贸易方式

的进口产品中也含有大量的资本品甚至消费品， 因此应当对企业所有贸易方式的进

口产品类型进行识别。 通过将广义经济分类标准 （ＢＥＣ） 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的 ＨＳ 产品编码进行关联， 识别出口企业的进口制造型产品究竟属于中间品、 资本

品还是消费品。 本文将完成识别之后的加工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额和一般贸易方

式的中间品进口额分别表示为 ＩＭＰＰ
ｆｊｔ ｜ ＢＥＣ 和 ＩＭＰＯ

ｆｊｔ ｜ ＢＥＣ 。
（２） 处理贸易代理商引致的间接进出口问题。 首先， 根据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２０］

的做法对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贸易代理商进行了识别； 然后， 分别计算各二位

码行业 ｊ 通过贸易代理商渠道所进口的制造型中间投入品贸易额占行业总进口中间

品额的比重 ｉｍｓｈａｒｅｊｔ ， 以及通过贸易代理商渠道所出口的贸易额占行业总出口贸

易额的比重 ｅｘｓｈａｒｅｊｔ ； 最后， 分别计算加工贸易方式和一般贸易方式经过调整之后

的实际中间品进口额 ＩＭＰｋ
ｆｊｔ ｜ ａｄｊ

ＢＥＣ ＝ ＩＭＰｋ
ｆｊｔ ｜ ＢＥＣ ／ （１ － ｉｍｓｈａｒｅｊｔ） ， 以及一般贸易方式经

过调整之后的实际出口贸易额 ＥＸＰＯ
ｆｊｔ ｜ ａｄｊ ＝ ＥＸＰＯ

ｆｊｔ ／ （１ － ｅｘｓｈａｒｅｊｔ） 。
（３） 考虑国内原材料含有进口制造型中间品的问题。 企业在生产中可能向其

他一般进口企业购买原材料， 所使用的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也可能包含海外附加值

成分， 这些均可能引致企业所使用的国内原材料部分地含有国外产品元素。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 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内原材料中含有的国

外产品份额介于 ５％ ～ １０％之间。 遵循相关文献的普遍做法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本文设定国内原材料含有 ５％的国外产品份额， 据此测

算出口企业使用的国内原材料所含有的制造型中间品进口额 δＦｆｊｔ 。
（４） 剔除企业进口的服务型中间投入品价值。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的式

（７）， 企业出口产品中所蕴含的进口服务型中间投入品附加值比率可以表示为 ϕｆｊ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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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Ｉ
ｊｔ ＳＩ

ｆｊｔ ／ Ｐ ｆｊｔ Ｙｆｊｔ 。 本文将其进一步表示为 ϕｆｊｔ ＝ （ＰＳＩ
ｊｔ ＳＩ

ｆｊｔ ／ ＥＸＰ ｆｊｔ） × （ＥＸＰ ｆｊｔ ／ Ｐ ｆｊｔ Ｙｆｊｔ） ， 等

号右边的第一项表示企业进口服务型中间品在其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 右边第二项

表示企业出口强度。 由于难以获取企业层面的进口服务型中间品数据， 因此本文以

行业层面进口服务品增加值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替代等号右边的第一项。 制造业行

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表 （ＷＩＯＤ）。
上述步骤处理之后， 再结合企业不同的贸易方式， 时期 ｔ行业 ｊ企业 ｆ的出口国

内附加值率 （ ＤＶＡＲｋ
ｆｊｔ ） 表示如下：

ＤＶＡＲｋ
ｆｊｔ ＝

１ －
ＩＭＰＰ

ｆｊｔ ｜ ａｄｊＢＥＣ ＋ δＦｆｊｔ
ＥＸＰｆｊｔ

－ ϕｆｊｔ，ｋ ＝ Ｐ

１ －
ＩＭＰＯ

ｆｊｔ ｜ ａｄｊＢＥＣ

Ｙｆｊｔ

－
δＦｆｊｔ

ＥＸＰｆｊｔ

－ ϕｆｊｔ，ｋ ＝ Ｏ

１ －
ＩＭＰＰ

ｆｊｔ ｜ ａｄｊＢＥＣ ＋ ＥＸＰＯ
ｆｊｔ ｜ ａｄｊ × ＩＭＰＯ

ｆｊｔ ｜ ａｄｊＢＥＣ ／ Ｄｆｊｔ ＋ ＥＸＰＯ
ｆｊｔ ｜ ａｄｊ( ) ＋ δＦｆｊｔ

ＥＸＰｆｊｔ

－ ϕｆｊｔ，ｋ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１３）
其中， ｋ 表示出口企业的贸易方式， Ｐ 、 Ｏ 、 Ｍ 分别表示纯加工贸易、 纯一般贸

易、 混合贸易； Ｙｆｊｔ 表示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ＥＸＰ ｆｊｔ 表示企业的出口贸易额，
Ｄｆｊｔ 表示企业的国内销售额。

（二）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基准计量方程如下：
ｌｎ ＤＶＡＲ ｆｊｔ ＝ α ＋ β ｌｎＰＳＴＲＩ ｊｔ ＋ γＸ ＋ φｆ ＋ μｔ ＋ θ ｊ ｔ ＋ εｆｊｔ （１４）

其中， ｌｎＤＶＡＲ ｆｊｔ 表示制造业企业 ｉ 在年份 ｔ 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 ＤＶＡＲ ｆｊｔ ） 加

１ 之后取的对数值， 反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参与国际贸易的真实收益及

其国际竞争优势。 ｌｎＰＳＴＲＩ ｊｔ 是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制造业行业 ｊ 在年份 ｔ 的服务开

放渗透率 （ ＰＳＴＲＩ ｊｔ ） 加 １ 之后取的对数值， 反映了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上下游投

入产出关联对制造业行业的渗透程度。 本文采用基于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评估框架的服务

贸易限制指数来衡量中国各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 其值越大则表明服务业对外

开放程度越低， 因此预期估计系数 β 是负数。 向量 Ｘ 表示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系

列控制变量。 φｆ 和 μｔ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ｆｊｔ 是随机误差项。 此

外， 考虑到各类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ＳＴＲＩｋ 具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如果某

些制造业行业对服务型中间投入品的需求较大， 同时这些制造业行业因自身发展较

快而推动了行业内企业 ＤＶＡＲ ｆｊｔ 呈明显上升趋势， 这就可能导致一个虚假的回归结

果， 即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企业 ＤＶＡＲ ｆｊｔ 虽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估计系

数 β 也显著为负， 为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行业时间趋势 θ ｊ ｔ 。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采用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

人数的对数值衡量；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采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加 １ 衡量；
企业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 采用经过通胀处理后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与年均

全部从业人数之比的对数值衡量； 企业加工贸易占比 （Ｓｈａｒｅｐｒｏ）， 采用企业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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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出口额与其总出口额的比值来衡量。 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制造业行业的

最终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Ｆｉｎａｌ）， 计算二位码行业的最终品关税率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即 ＴａｒｉｆｆＦｉｎａｌ ｊｔ ＝∑ ｋ∈Θ ｊｔ
ｎｋｔ τｋｔ ／∑ ｋ∈Θ ｊｔ

ｎｋｔ ， 其中， ｎｋｔ 表示最终品 ｋ 在年份 ｔ

的关税数目， τｋｔ 表示最终品 ｋ 在年份 ｔ 的进口关税率； 制造业行业的中间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计算制造业二位码行业层面的中间品进口关税率 （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２１］， 即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ｊｔ ＝ ∑ ｗ∈Θ ｊｔ
（ θｗｔ × ＴａｒｉｆｆＦｉｎａｌｗｔ） ， 其中， θｗｔ ＝

ｉｎｐｕｔｗｔ ／∑ ｗ∈Θ ｊｔ
， ｉｎｐｕｔｗｔ 表示制造业中间品 ｗ 在年份 ｔ 的投入比重，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４２ 个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制造业行业的外资进入

程度 （ＤＲＦ）， 采用二位码行业层面的外资企业数占该行业全部企业数的比例来衡

量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２２］。
（三） 数据处理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了两套微观数据库： 第一套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其涵盖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本文根据不同版本

的行业分类标准和行政区划代码， 分别对企业所属的行业代码和地域代码进行调

整， 以保证口径一致； 第二套是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记录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每个

通关企业每种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各个月度数据。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每个企业的月

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 并借鉴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的做法识别了贸易代理商以及进

口来源地为中国的企业样本。 本文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３］ 的方法对这两套数据库进行

了合并， 之后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４］的识别方法对不同年份的样本企业进行跨

期匹配， 最终构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同时具有两个数据库特征的企业面板数据。 此

外， 本文参考既有文献的做法对异常样本企业进行剔除 （Ｙｕ， ２０１５）， 并根据研究

需要剔除了采矿业、 烟草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样本数据。

四、 基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１ 的第 （１） 列报告了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基准

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ＰＳＴＲＩ 的估计系数是显著为负的， 这表明服务

业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第

４ 个研究假说。 具体而言， 服务开放渗透率每提高 １０ 个百分点， 可以促使制造业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约 ４ ３１％。 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 企业资本密

集度和加工贸易占比均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与毛其淋和

许家云 （２０１８） 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从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 制造业行业

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和制造业行业外资管制程度的放松均有利于提高其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 这一结果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论是高度一致的。 与之相比， 制

造业行业最终品关税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总体而言

制造业对外开放仍然有利于促进其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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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准回归

服务业
实际 ＦＤＩ

服务业
进口贸易额

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指数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ＩＶ－２Ｓ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ＰＳＴＲＩ
－０ ４３０５∗∗∗ －０ ８２８４∗∗∗

（０ ０８８０） （０ ０６２６）
ｌｎＰＳＴＲＩ
替代指标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５１８∗∗∗ －０ ３４５２∗∗∗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５２１）

ＰＮＭＲ＿ Ｂｒａｚｉｌ ０ １８５９∗∗∗

（０ ０００６）
Ｋ－Ｐ ＬＭ
统计量

３ ７ｅ＋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Ｋ－Ｐ Ｗａｒｄ
统计量

９ １ｅ＋０４∗∗∗

｛１６ 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２８０８ ０ ２８０５ ０ １９０６ ０ ２８０８ — —
观测值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小括号内数值是回归系数在行业—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中括号内数
值是统计检验的 ｐ 值； 大括号内数值是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检验 １０％水平的临界值； 限于篇幅， 本文未报
告控制变量的估计值， 备索。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替代指标

基于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的政策评估框架测算所得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是一个能够

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衡量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 “事前直接” 指标。 为了检验

服务业对外开放影响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既有相关文献常用的两类衡量指标对其予

以替代： 第一类是反映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 “事后间接” 指标 （张艳等， ２０１４；
Ｎｏｒｄåｓ ａｎｄ Ｒｏｕｚｅｔ， ２０１７）， 包括分类服务行业的实际 ＦＤＩ 和进口贸易额； 第二类是

ＯＥＣＤ 公布的分类服务行业 ＦＤＩ 管制指数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李小帆和马弘，
２０１９）， 因为服务业 ＦＤＩ 是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回归结果分别

报告在表 １ 的第 （２） — （４） 列， 可以发现服务业实际 ＦＤＩ 和进口贸易的提高以

及服务业 ＦＤＩ 管制指数的下降均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但是这

两类衡量指标的影响程度均明显小于基准回归结果。 这在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性

的同时， 也充分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服务业对外开放衡量指标是全面和准确的。
２ 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本文借鉴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６） 的思路， 利用巴西的非制造业管制指数 （ＮＭＲ）
构建其服务开放渗透率 （ＰＮＭＲ＿ Ｂｒａｚｉｌ）， 并将其作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工具

变量， 然后进行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之所以选择这一工具变量，
是因为一国 （地区） 的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往往与经济发展进程、 市场总体规模

以及服务保护特征等方面近似的国家 （地区） 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而这些国家

７３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服务贸易



（地区） 的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与本国 （地区） 制造业企业绩效之间则没有直接关

系。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１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 可以发

现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而且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均拒绝了

原假设， 这就证实了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 在采用工具变

量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

不但仍然显著为正， 而且影响程度还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这说明内生性问题使得基

准回归估计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向下偏倚。
（三） 企业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贸易方式的异质性

基于企业贸易方式异质性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２ 的第（１）—（３）列， 可以

发现在控制全部其他变量之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服务业

开放对三种出口贸易方式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考虑到在分样本回归时， 不同子样本之间的系数大小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 同时为

了稳健性起见， 本文进一步以纯一般贸易企业为基准， 在全样本回归中引入了纯加

工贸易企业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ｎＰＳＴＲＩ） 以及混合贸易企

业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Ｍｉｘ×ｌｎＰＳＴＲＩ）。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２ 的第

（４） 列， 从中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ＰＳＴＲＩ 与以上两个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负， 而且纯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相比纯一般贸易企业而言， 在系数大小

上确实存在明显差异。 总而言之， 服务业开放对纯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的影响大于混合贸易企业， 而对纯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相对最小。

表 ２　 企业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贸易方式的异质性 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全样本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 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ＰＳＴＲＩ
－０ １４４２∗∗∗ －１ ０４１３∗∗∗ －０ ７８１２∗∗∗ －０ ２３８７∗∗∗ －０ ２７４９ －０ ３２７８∗∗ －０ ５４０８∗∗∗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４８１） （０ ３１０６） （０ １５１０） （０ ０８５０） （０ ２２６０） （０ １６２４） （０ ０８９７） （０ ０５９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ｎＰＳＴＲＩ
－０ ５９８５∗∗∗

（０ ０３０５）

Ｍｉｘ×ｌｎＰＳＴＲＩ
－０ ４４４７∗∗∗

（０ ０１８９）

Ｃａｐ×ｌｎＰＳＴＲＩ
－０ ３１６８∗∗∗

（０ ０２４５）

Ｔｅｃｈ×ｌｎＰＳＴＲＩ
－０ ４６７９∗∗∗

（０ ０５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 １７４６ ０ ２２９６ ０ ２３２５ ０ ３１９７ ０ １４７５ ０ ２７５３ ０ ２８１６ ０ ３８１４

观测值 １１０ １０４ １７ ３８３ ７８ ６８５ ２０６ １７２ ７２ ３５０ ６５ ７７５ ６８ ０４７ ２０６ １７２

注：∗∗∗、∗∗表示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是回归系数在行业—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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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制造业行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 为此本文将样

本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子样本。 基于行业要素密

集度异质性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２ 的第 （５） — （７） 列， 可以发现核心解

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仅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是不显著的， 而其他两类企业则均显著为

负。 本文进一步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基准， 在全样本回归中引入了资本密集型企业

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Ｃａｐ×ｌｎＰＳＴＲＩ） 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虚拟变量

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Ｔｅｃｈ×ｌｎＰＳＴＲＩ）。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２ 的第 （８） 列，
从中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是不显著的， 而以上两个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则均显著为负， 这进一步表明服务业开放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确

实没有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

附加值率则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应。

五、 影响机制检验及分析

本文将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以及制造业企

业成本加成率作为中介变量 ＭＥＣＨｆｊｔ ， 并在基准模型 （１４） 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

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而言， 当中介变量是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

比 （ＤｏｍＳｅｒ） 时， 因无法获取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服务中间投入数据， 本文使用行

业层面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其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作为其代理变量。 当中介

变量是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ＤｏｍＭａｎ） 时， 本文以企业使用的国内制造型

中间投入品与其全部制造型中间投入品的比例对其进行衡量。 当中介变量是制造业

企业成本加成率 （Ｍａｒｋｕｐ） 时， 本文采用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２５］ 的方

法对其进行测算， 即 Ｍａｒｋｕｐｆｔ ＝ θＬ
ｆｔ ／ αＬ

ｆｔ ， 其中 ， θＬ
ｆｔ 是中间投入品的产出弹性， 采用

ＡＣＦ 方法对企业生产函数估计而得； αＬ
ｆｔ 是中间品支出在总销售收入中的比重， 公式

如下：
ＭＥＣＨｆｊｔ ＝ α ＋ β ｌｎＰＳＴＲＩ ｊｔ ＋ γＸ ＋ φｆ ＋ μｔ ＋ θ ｊ ｔ ＋ εｆｊｔ （１５）

ｌｎ ＤＶＡＲ ｆｊｔ ＝ α ＋ β ｌｎＰＳＴＲＩ ｊｔ ＋ δＭＥＣＨｆｊｔ ＋ γＸ ＋ φｆ ＋ μｔ ＋ θ ｊ ｔ ＋ εｆｊｔ （１６）
表 ３ 报告了影响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３）、 （５） 列是对模型

（１５） 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 ｌｎＰＳＴＲＩ）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对以上三个中介变量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 （２）、 （４）、 （６） 列是对模型 （１６） 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以上三个中介变量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三个中介变量均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率的提升。 在分别控制以上三个中介变量之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

显著为负， 但其绝对值大小相较于表 １ 第 （１）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下降， 这就

表明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替代效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替代效应以及制造业

企业成本加成率效应均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

渠道。 根据计算所得的以上三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可知， 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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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最重要渠道。
企业成本加成率可能会影响其对国内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情况， 因此本文在模型

（１６） 中同时引入了以上三个中介变量以及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投入品占比

的两个交互项， 结果汇报在表 ３ 的第 （７） 列。 可以发现， 以上三个中介变量的估

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也仍然显著为负， 且其绝对值大小

相比于第 （２）、 （４）、 （６） 列的对应数值均有所下降， 这就进一步验证了国内服

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 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和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是服务

业对外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三条作用渠道。 此外， 企业成本加

成率与国内服务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交互项 （ＤｏｍＳｅｒ×Ｍａｒｋｕｐ）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 这表明以上两条渠道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上存在相互弱化

的效应； 而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制造型中间投入品占比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则不

显著， 这表明以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弱化的影响效应。

表 ３　 影响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国内服务型

中间投入占比渠道
国内制造型

中间投入占比渠道
制造业企业

成本加成率渠道
同时考虑三条

渠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ｎＰＳＴＲＩ
－２ ４４４５∗ －０ ２２１５∗∗∗ －０ ３５１７∗∗∗ －０ ３７１０∗∗∗ －１ １００２∗∗∗ －０ ２７２８∗∗∗ －０ １６７５∗∗∗

（１ ３６６７）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５９６） （０ ０５８４） （０ ２４８７） （０ ０８９６） （０ ０６２９）

ＤｏｍＳｅｒ ０ ２０７１∗∗∗ ０ １８９２∗∗∗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２４２）

ＤｏｍＭａｎ ０ ６０７９∗∗∗ ０ ５５６４∗∗∗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７４）

Ｍａｒｋｕｐ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１０１）

ＤｏｍＳｅｒ×Ｍａｒｋｕｐ
－０ ０４８６∗∗∗

（０ ００７９）

ＤｏｍＭａｎ×Ｍａｒｋｕ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１１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 ９２６５ ０ ２８３２ ０ ２３８０ ０ ３１５０ ０ ２３７１ ０ ２９１４ ０ ４０３８
观测值 ２１６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２０６ １７２

注：∗∗∗、∗∗和∗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是回归系数在行业—年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
准误。

六、 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

据， 在测算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基础上， 系统考察了服

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

显示： 服务业对外开放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因而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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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 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标替换和内生性问题之

后仍然非常稳健； 影响机制检验表明， 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替代效应、 制造型中间投

入品替代效应以及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 均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影响中国制造业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渠道， 服务型中间投入品替代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

渠道； 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加工贸易型制造业企业和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对于在新时期如何有效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均具有重

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放宽服务业外资

股权比例的限制以及扩大外资服务机构在我国的业务范围， 还应该强调缩减边境内

限制措施以及加强与其他国家 （地区） 在服务业领域的监管合作和资格条件的相

互认可等； 第二， 着重推进专业服务、 金融服务等与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的高端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 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地区制度环境建

设， 为外资服务供应商进入和国内制造业服务外包提供良好的法制化保障； 第三，
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通过促进上下游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高度专

业化的协作分工， 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和效益的支持作用， 进而加快

实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以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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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２６ （５９０）：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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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７， ９７ （５）： １６１１－１６３８
［２２］ ＬＵ Ｙ， ＹＵ 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Ａｍ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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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２５ （８）： ９４３－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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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ＬＩＡＯ Ｓａｉｎａｎ　 ＬＩＵ Ｙｕ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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